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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面源污染、碳排放双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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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剖析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机制,对实现农用地利用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以及制定农

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将农用地面源污染、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农用地生态效率评

价指标体系,借助SBM-Undesirable模型对 1990～2017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差异特征进行

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 Tobit 模型探讨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7 年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

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均值为 0.749,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各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变

轨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扁平“U”型特征,高效率地区由“连片”分布向“点状”分布再向“连片”分布变化,空

间格局趋于非均衡化发展;(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复种指数、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劳均播种面积对农用地

生态效率产生显著正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则产生显著负影响。最后,从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应用、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摒弃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投入与环境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精耕细作”和可持续发展

的农业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农用地生态效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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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稳步增长,近年来粮食生

产更是实现了“十四连丰”,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约占世界 20%的人口,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与此同时,依赖于农药、化

肥和农膜等要素大量投入的低效粗放式土地利用模式,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如土地资源稀缺、地力衰退、面源污

染加重、农业碳排放剧增、农产品农药残留不达标等现象愈演愈烈,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根据 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土壤点位超标率达到 19.4%,污水灌溉、

农药化肥农膜使用过量以及畜禽养殖污染等造成的面源污染是导致农用地土壤受污染的主要原因[2]。IPCC评估报告指出:农业已

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二大来源,农业源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3.5%,2011 年全国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

放已接近 9000 万 t,导致农用地利用风险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剧增[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村、农业经济

发展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则为农地资源利用

提供了新思路:“创新”着眼土地利用的方式与科技革新,“协调”强调土地利用的区域与城乡统筹,“绿色”注重土地利用的

生态与环境友好,“开放”要求土地利用的市场与制度有序,“共享”则关注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利益普惠
[4]
。生态效率

(Eco-efficiency)概念的提出则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为衡量生

态环境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了新入口[4]。因此,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为保障我国粮食与生态安全,如何转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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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构建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来提高土地生态效率,已成为当前政府、学界亟待解决的热点议题[6]。 

生态效率最早是在 1990年由德国学者 Schaltegger 和 Sturm 提出,即经济增加值与所带来环境影响的比值
[7]
。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经合组织(OECD)将定义进行了延伸,将生态效率看作是与达到地球承载能力的资源环境投入与满足人类

生产生活需求的产出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已成为衡量“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状态的重要分析工具[8]。具体到

农用地研究领域,农用地生态效率是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小的环境影响来生产最多的农产品,即提倡走可持续发展的农用地

利用模式[9]。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学者对生态效率

的研究日益丰富,对基础理论、模型方法以及生态效率在产品或服务、行业、区域等不同层次和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10～15]。

国内学者在生态效率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内容方面从侧重于生态效率的测算评价[16]、区域差异与收敛性探讨[17],到

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18]
,并逐步关注到环境负效应的生态效率研究,如开始将碳排放

[3,19]
、面源污染

[20,21]
、“三废”

排放[22]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到生态效率测算体系当中。在模型方法方面,运用多种模型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包括单一指标法
[23]、指标体系法[4]、生态足迹法[5]、随机前沿法(SFA)[24]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25]等。其中 DEA 是一种非参数模型且能有效避免

确定权重时带来的主观偏差,被广泛应用于生态效率的实证研究中。然而传统 DEA 模型多是径向和角度的,在评价生态效率时没

有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无法实现包含非期望产出时对决策单元效率进行有效测度[9]。为克服这一缺陷,Tone 提出了一

种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来测算生态效率
[26]
,该模型方法已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取得了丰富且有价值的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几点不足之处:(1)针

对农业、农用地生态效率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从长时间序列来研究区域农用地生态效率演变特征的甚少;(2)以往对

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如面源污染、碳排放等非期望产出,难以科学准确地评价土

地利用效率;(3)对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取上,往往仅从面源污染或者碳排放单方面考虑,鲜有从面源污染、碳排放的双重视角考

虑;(4)以往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效率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而对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影响机制的定量剖析相对缺乏。 

江西省作为中部典型省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首批全国三个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加剧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中部崛起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借助生态效率来研究江西省资源利用、生态环

境保护与农业经济增长三者协调发展关系,对实现江西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以江西省为

例,采用清单分析法和碳排放系数法对农用地面源污染与碳排放进行测算,并将其纳入非期望产出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中定

量测度1990～2017年江西省及各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江西省农用地

利用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非期望产出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 

DEA 方法最早是由 Charnes 等[27]于 1978 年提出的一种评价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方法。然而,以 CCR、BBC 为代表的传统 DEA

模型大多是基于径向和角度的度量,未能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以及未考虑环境负效应导致的非期望产出问题,使得效

率测度存在偏差、不准确等问题。为克服这一缺陷,Tone提出了非径向、非角度SBM 模型[26]。随后,Tone又提出了考虑非期望产

出的 SBM-Undesirable模型。不同于传统的 DEA 模型,SBM-Undesirable 模型具有无量纲性和非角度的特点,能够避免量纲不同和

径向、角度选择差异带来的偏差与影响等问题,有效解决了非期望产出存在下的效率评价问题,更能有效地体现出生态效率评价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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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原理:假设农用地利用系统有n个决策单元(DMU),且每个决策单元分别包含m种投入、s1种期望产出和s2种非期望产出,

单 元 向 量 可 表 示 为 :x∈Rm,yg∈Rs1,yb∈Rs2, 并 定 义 矩 阵 X 、 Yg 、 Yb 为 X=[x1,x2,…,xn]∈Rm×n,Yg=[yg1,yg2,…ygn] 

∈R
s1×n

,Y
b
=[yb1,yb2,…ybn]∈R

s2×n
,其中 xi>0,ygi>0,ybi>0。因此规模报酬可变(VRS)情况下生产可能性集 P定义为: 

 

则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情况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Undesirable模型,其基本形式可表示为: 

 

式中:s-、sg、sb分别表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目标函数 P*关于 s-、sg、sb严格递减,且 0≤P*≤1;

当 P*=1,且 s-=sg=sb=0,函数存在最优解,表征期望产出不能再提高,非期望产出也不能再降低,此时决策单元充分有效;当 P*<1,或

s-、sg、sb不全为 0,说明决策单元是无效的,存在改进投入产出的空间,且改进的幅度是由松弛变量占各自投入产出的比例来决定。 

1.1.2 变异系数 

为揭示江西省 11设区市间农用地生态效率差异情况和演进规律,本文运用变异系数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V为变异系数值;Xi为江西省各设区市农用地利用效率样本值;X¯为各设区市农用地利用效率平均值;n为城市样本数。V

值越大,表示各设区市间农用地利用效率差异越大,均衡性较差;V 值越小,表示各设区市间农用地利用效率差异越小,均衡性较好;

时间序列上的 V值可以用来表征江西省各设区市农用地利用效率发展存在扩大或趋同的趋势。 

1.1.3 Tobit 回归模型 

Tobit 回归模型最早由经济学家 Tobit
[28]

于 1958 年提出,也称受限因变量模型,能够解决因变量连续但取值受限制或截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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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问题。本文将 SBM-Undesirable 模型测算的生态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运用 Tobit 回归模型来定

量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机制关系,其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y为效率值因变量向量;x为自变量向量;β为参数向量;ε为随机变量且ε∼N(0,δ2)ε∼Ν(0,δ2);y
*
为潜变量。同

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来估算模型中的参数,避免因运用 OLS 估算模型参数带来的不一致和有偏等问题。 

1.2 指标体系 

农用地生态效率是农业土地资源要素科学配置、合理利用、生态保护及经济、社会环境产出水平的综合体现。在借鉴相关

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2,3,24],遵循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等原则,选取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3 个方面的

指标数据,各投入产出指标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 

本文选取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资源 4 个方面作为投入指标,其中土地投入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表征;资本投入包括机械投

入、农药投入、化肥投入和农膜投入,分别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农药使用量、化肥施用折纯量和农用地膜使用量表征;劳动力投

入则用农业从业人员数表征;水资源投入用农业用水总量表征。 

期望产出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农用地生产经营和服务的最终成果,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分别选取

农业产值、粮食总产量和农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来表征,其中农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是参考黄和平等[29]研究结果,

通过构建一种基于专家经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进行推算,具体过程此处不再赘述。 

表 1投入产出指标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M 标准差 

投入 

土地投入(I1) 农作物播种面积(khm2) 510.49 299.71 

机械投入(I2) 农业机械总动力(10
4
kW) 201.03 201.72 

农药投入(I3) 农药使用量(t) 6250.80 4966.82 

化肥投入(I4) 化肥施用折纯量(104t 11.03 6.62 

农膜投入(I5) 农膜使用量(t) 3277.30 2959.20 

劳动力投入(I6) 农业从业人员数(104人) 44.78 31.56 

水资源投入(I7) 农业用水总量(108m3) 13.06 7.87 

期望产出 农业产值(O1) 农业产值(108元) 58.86 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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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O2) 粮食总产量(104t) 175.59 113.68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O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108元) 103.72 62.88 

非期望产出 

面源污染(Obad1) 农用地面源污染排放量(m3) 450.83 288.10 

碳排放(Obad2) 农用地碳排放量(104t) 16.05 10.16 

 

考虑到农用地生产过程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包括两个方面:(1)土地生产过程中造成水体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的面源污染,

主要包括化肥、有机肥、农用地废弃物、农药和农膜污染源产生的 COD、TN 和 TP 等污染物[30];(2)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翻耕和灌溉等产生的碳排放[31]。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面源污染和碳排放 2个指标来

表示非期望产出,具体构成及衡量方式见表 2。 

表 2农用地非期望产出的构成及衡量方式 

污染来源 面源污染的衡量方式 
碳排放的衡量方

式 

化肥 化肥×TN/TP 产污系数×流失率 化肥×η1 

有机肥 
乡村人口、猪牛羊和家禽数量(出栏量或存栏量)×(1-利用率)×粪尿排泄系数×COD/TN/TP

排污系数 
- 

废弃物 秸秆、蔬菜产量×COD/TN/TP 产污系数 - 

农药 农药×产污系数×流失率 农药×η2 

农膜 农膜×产污系数×残留率 农膜×η3 

农机 - 机械总动力×η4 

翻耕 - 播种面积×η5 

灌溉 - 灌溉面积×η6 

 

其中,对农用地面源污染的测算,本研究主要参照陈敏鹏等
[32]
、潘丹等

[9]
采用清单分析方法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 为面源污染排放量,主要包括化学需要量(COD)、总氮(TN)和总磷(TP)3 类;EUi为单元 i 指标统计数;ρi、ηi和 Ci分

别为单元 i污染物的产污强度系数、利用效率系数和污染物排放系数。 

其次,对农用地碳排放的计算,本文依据 2006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碳排放计算系数,以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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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等[33]、段华平等[34]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 表示农用地生产的碳排放总量;Qi 表示各种碳源的碳排放量;Ti 表示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的消耗量以及翻耕、灌

溉面积;δi 表示各类碳源排放的排放系数,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翻耕和灌溉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0.8956kgC/kg、

4.9341kgC/kg、5.18kgC/kg、0.18kgC/km、312.6kgC/km2和20.476kgC/hm2。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 1990～2017年江西省及11个设区市为研究样本,相关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基础数据来自源于1991～2018 年《江

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江西省各设区市统计年鉴,部分当量因子及排放系数来源于已有文献

成果
[33～35]

和《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肥料流失、农药流失、地膜残留系数手册》。其中,在研究周期内缺失的部分数据,分别从江

西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各设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个别缺失年份数据采用平滑数据处理法进行处理与换算。

此外,为统一口径和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相关数据均统一换算成以 199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空间地理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中心提供的 1∶300 万矢量数据。 

2 农用地生态效率测算结果与分析 

2.1 生态效率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根据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基本原理,利用公式(1)～(3)测算得到 1990～2017 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

值,同时采用DEA-CCR 模型对不考虑期望产出的农用地生态效率进行测算(见图1)。 

 

图 1 1990～2017 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变动趋势与变异系数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两种模式下,1990～2017 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大致相同的

变化特征,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变化趋势,均值分别为 0.912 和 0.749,考虑非期望产出比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测得的农

用地生态效率值明显降低,且整体降低 16.24%,说明只考虑期望产出而忽视农用地实际生产过程中带来的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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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偏高,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失真。其次,经典 DEA-CCR 模型是基于径向视角,未充分考虑到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因此其测度的

农用地生态效率值往往高估了实际效率值;而基于非径向、非视角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不仅能够有效的区分效率值差异,而

且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生态效率值更加可靠、贴近现实。因此,下文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测算结果进行

分析。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Undesirable模型中,1990～2017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变化

趋势,在 2017年达到生态效率有效水平值 1,在 2007年则位于最低水平仅为 0.606,其总体平均值为0.749。根据农用地生态效率

值年际变动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 2个阶段(图 1):(1)1990～2007 年,这期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生态效

率值从1990年的 0.856下降到2007年的最低值0.606,这意味着如果把当前生产要素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可以使产出在当前水

平上提升 39.4%左右,期间年均降低 2.02%,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因此

农民从“理性”角度出发必然更多地选择进城务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不断下降,农地撂荒、闲置

现象严重,且随着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工程不断推进,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减少趋势;此外,该研究期间农业生产更多是依赖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式生产模式,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农业经济增长,使得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出

不断下降的趋势。(2)2007～2017 年,这期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生态效率值从 2007 年的 0.606 上升到

2017年的1,年均上升5.14%,上升幅度较为明显,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推进,农民生产

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农业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推广应用,以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断改革和有

序推进,使得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有效地促进农用地向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利用方向发展;此外,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

业面源污染和碳排放等环境问题的重视与治理,以及人们对生活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意识的提高,农业资源环境问题逐渐得到

解决与改善。简言之,多方面的因素最终使得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2.2 生态效率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根据测度的农用地生态效率值,结合公式(4)可计算得到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值变异系数(见图 1)。变异系数可表征区域的

相对差异,由图 1 可知,生态效率值变异系数大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特征,1991 年区域差异最大(0.220),2017

年区域差异最小(0.109),且从2008年以来变异系数呈连年下降趋势。说明江西省各设区市间农用地生态效率的差距先逐渐减少,

呈现逐渐收敛的趋势;然后区域差距逐渐增大,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最后区域差异又逐渐减小,又呈现逐渐收敛的趋势。总体上

看,研究期内生态效率值变异系数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且与生态效率值大致呈相反方向的变动趋势,即生态效率值下降,变异系数

则上升;反之,生态效率值上升,变异系数则下降。说明随着生态效率的提高,各设区市之间的差异呈收敛趋势,区域差异将会越来

越小。 

2.3 生态效率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基于前文 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结果,采用等距法选取 1990、1995、2000、2005、2010 年以及最近的 2017 年各设区市

的农用地生态效率截面数据,运用ArcGIS10.1 软件对其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系统分析。根据 DEA 数值是否为 1,将各设区市分为DEA

有效(效率值等于 1)和 DEA 无效(效率值小于 1)两大类,然后对 DEA 无效地区进一步以数值相对大小依次划分为 DEA 相对高效

[0.8～1)、DEA 相对中效[0.6～0.8)以及 DEA 相对低效[0～0.6)地区,并结合各设区市农用地面源污染和碳排放占全省总额比重

的变化情况,绘制空间分布图(图 2)来反映1990～2017 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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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2017 年间江西省 11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从图2可以看出,研究期内江西省各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变轨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扁平“V”型特征,高效率

地区由“连片”分布向“点状”分布再向“连片”分布变化,空间格局趋于非均衡化发展。就 DEA 有效地区而言,呈现典型聚集

特征;1990～2017 年的部分年份,分别有 9、2、2、1、3和 9个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值达到 DEA 最优值,分别占总数的 81.81%、

18.18%、18.18%、9.09%、27.27%和 81.81%。就区域差异而言,南昌市、吉安市、宜春市和鹰潭市等设区市的生态效率均较高,

其中宜春和吉安 2个设区市的面源污染、碳排放产出占比之和分别达到了 31.42%和 28.45%,高效率伴随着高非期望产出,说明是

以高投入高产出的土地利用特征跻身于高效率地区,高投入难以避免非期望产出的增加;九江市、赣州市和抚州市等设区市的生

态效率则相对较低,这 3 个设区市的低效率伴随着高非期望产出,面源污染、碳排放产出占比之和分别达到了 36.58%和 39.80%,

说明该地区高面源污染、高碳排放的特征趋势增强。就 DEA 无效地区而言,呈现梯形分层,“中间高-外围低”的特征;1990～2005

年以宜春市和萍乡市等设区市为中心聚集,2006～2017 年以南昌市和鹰潭市为中心,周边地区呈现梯形分层的特征分布,特别是

到了 2017年除九江市和新余市以外,DEA 无效地区都提升成为DEA 有效地区。 

3 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3.1.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梳理相关研究成果[3,21,36,37]可知,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是受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农业政策情况等多

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鉴于此,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条件、土地资源禀赋、生产设施条件、农业科技进步、社会结

构特征、农户自身特征、农业政策制度等方面来考虑各因素对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科学性,

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DI)、复种指数(MCI)、劳均播种面积(PCL)、有效灌溉率(IAR)、受灾面积比例(APP)、城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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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IG)、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EI)和免收农业税政策(AT)等 8 项影响因素指标(表 3)。其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用不变价格

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同时为了避免数据非平稳趋势,对其取对数处理,并引入平方项,来考察是否存在“U”型环境

库兹涅茨关系;农业税政策免征从 2006 年全面开始实施,因此将分类变量免收农业税政策(AT)2006 年以前设置为 0,2006 年开始

则设置为 1。 

表 3农用地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指标选取与说明 

解释变量 指标说明 变量类型 预期方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DI)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连续变量 + 

复种指数(MCI) 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连续变量 + 

劳均播种面积(PCL) 农作物播种面积与农业从业人数之比 连续变量 + 

有效灌溉率(IAR) 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连续变量 + 

受灾面积比例(APP) 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之比 连续变量 - 

城乡收入差距(IG)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连续变量 -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EI) 农村劳动力高中文化水平人数与农村总劳动人数之比 连续变量 + 

免征农业税(AT) 一种从事农业生产的税收,于 2006 年取消 分类变量 + 

 

为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对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 1990～2017 年江西省 11个设区市的面板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由于生态效率值在 0～1之间,具有受限的特征,为避免 OLS回归带来的偏差,本文运用 Tobit 回归模型,以 1990

年为基准年,选用极大似然法对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进行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EE 为农用地生态效率值,CDI、MCI、PCL、IAR、AAP、IG、EI 和 AT 分别表示相应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δ为回归系数,μ

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i和 t分别代表第 i个设区市和第 t年。 

3.1.2 回归结果与分析 

运用Stata12.0计量软件进行Tobit模型面板回归分析,最终得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DI)

和复种指数(MCI)分别通过1%显著性检验,与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具有高度相关性;城乡收入差距(IG)通过 5%显著性检验,与江

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具有较高相关性;劳均播种面积(PCL)和农村劳动力高中以上文化比例(EI)均通过 10%显著性检验,与江西省

农用地生态效率具有一定相关性;有效灌溉率(IAR)和农业税政策(AT)整体上并不显著,依然对农用地生态效率有着正影响;而受

灾面积比例(APP)整体上不显著,对农用地生态效率则有着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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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Z统计量 P值 

lnCDI -0.9228*** 0.2867 -3.22 0.001 

(lnCDI)2 0.0596*** 0.0184 3.24 0.001 

MCI 0.3641*** 0.0917 3.97 0.000 

PCL 0.1562
*
 0.0814 1.92 0.055 

IAR 0.0935 0.2211 0.42 0.673 

APP -0.1331 0.1107 -1.20 0.229 

IG -0.1280** 0.0578 -2.22 0.027 

EI 0.0087* 0.0522 1.67 0.095 

AT 0.0364 0.0491 0.74 0.459 

_cons 5.7126*** 1.0730 5.32 0.000 

 

3.2 影响机制综合分析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990～2017年江西省各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中发现: 

(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用地生态效率产生显著正影响,且与农用地生态效率存在着“U”型的二次关系,与潘丹[21]的研

究相一致。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程度,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户为追求产出与收入的增

长,农业生产更依赖于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往往忽视了对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导致农用地生态效率下降;随着农

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户拥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设备的改进换代中,从而使得农用地生态效率又将逐步

提高。 

(2)复种指数,回归系数为 0.3641,对农用地生态效率产生显著正影响。这说明区域的地形、气候、光照是决定农用地复种指

数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其次农户对农用地的利用程度也是决定复种指数的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

情况下,复种指数越高,单位农用地面积产量越高,土地生产能力越强,农用地生态效率也就越高。 

(3)城乡收入差距,回归系数为-0.1280,与农用地生态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待在农村务农的

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根据“理性人”理论假设,农民更倾向于选择进城务工。一方面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另一方面

留在农村的老弱劳动力将会通过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来替代青壮劳动力的流失,以此来提高农业产出以获得更多的农

业收入,从而加剧了面源污染和农业碳的排放,对农用地生态效率造成显著负影响。 

(4)劳均播种面积,回归系数为 0.1562,与农用地生态效率呈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每个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越多,最终收获的粮食产量将越高。因此,推进集约化、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不断提升劳均播种面积,

将是提升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的重要方式,与当前推进“规模化经营”的观点和趋势相符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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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村劳动力高中以上文化比例,回归系数为 0.0087,对农用地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这说明农户自身的受教育程度

与农用地生态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拥有更好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农户对农业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与采

纳,其次资源环境保护认知意愿也更高,将有利于农用地资源的科学经营,有利用农用地生态效率的提高。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4点结论: 

(1)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用地生态效率测算结果普遍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用地生态效率,但避免了传统 DEA 模型径向

角度选择产生的缺陷,提高了生态效率测算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使结果更加切合实际。 

(2)从时间维度来看,1990～2017 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先波动下降后再波动上升的趋势,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变

化特征,平均值为0.749,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生态效率呈收敛性发展趋势。 

(3)从空间维度来看,研究期内江西省各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变轨迹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扁平“U”型特征,高效

率地区由“连片”分布向“点状”分布再向“连片”分布变化,空间格局趋于非均衡化发展。 

(4)从影响机制来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复种指数在 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在

5%的水平上负向影响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劳均播种面积和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 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

率;受灾面积比例和农业税政策有着正向影响,有效灌溉率则为负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本文基于面源污染和碳排放的双重视角对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综合对比了不考虑非期

望产出和考虑期望产出的情况,同时在期望产出中考虑了农用地的生态价值,研究结果更具充分性和贴近实际情况,改变了以往

未纳入环境污染影响的不足,也弥补了以往单一考虑碳排放或面源污染的不足。此外,运用 Tobit 长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更深层

次揭示了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本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1)非期望产出方面,暂未考虑农村生活污水或者农村工业废水排放污染等非期望产出造成的农用地生态效率损失; 

(2)暂未将各地区土地初始质量、土壤肥力等差异情况纳入农用地生态效率评价体系; 

(3)在影响机制分析时,暂未将农户对农业科技采纳、污染防治愿意等微观因素纳入分析;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机

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都为今后的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5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提出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提升与改善的相关建议: 

(1)科学优化投入要素配置,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应用。科学优化投入要素配置,摒弃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和环境污染的粗放

型农业发展模型,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积极引进先进灌溉、耕作、化肥施用等农业科技,推行机械化耕作模式,同时针对江

西省特殊的山地丘陵地形,实行小型机械化运作的“精耕细作”发展模式,把农业科技创新和生产模式改进作为江西省农用地生

态效率提升的根本动力。 

(2)加强培育农民环保意识,逐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农民是农业生产行动主体,加强对农业生产者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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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文化教育,培育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降低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碳排放

量,走生态、循环与低碳的农业生态文明发展道路,避免过度消耗资源和排放过量污染物而导致农用地生态效率降低。 

(3)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切实推进新时期“三农”政策。加快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制度,盘活农村闲置、撂

荒土地资源,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走适度规模经营道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从而提升农用地生态

效率。 

最后,对于农用地生态效率较低地区,应该紧密结合区域自身发展情况,紧抓“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历

史机遇,借鉴其它区域先进生产管理经验,因地适宜、循序渐进地制定出各区域农用地生态效率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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